陈焕镛传记

陈 德 昭  黄 成 就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广州510650）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钟，1890年7月生于香港；1971年1月18日卒于广东广州。植物分类学、森林学家。

陈焕镛的祖父在前清从事洋务，父亲为清光绪派驻古巴公使，母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陈焕镛是独生子，因早年丧父，童年随母居住上海，曾就读于广肇中学。1903年13岁时随母赴美国就学，1913年人哈佛大学，1919年获林学硕士学位，以优异成绩获奖学金，由于他心向祖国，得奖学金后，舍弃深造机会，毅然于当年回国。回国后即赴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动植物标本。1920年应聘南京金陵大学，任农学院森林学系教授，翌年转至南京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到广州中山大学设讲座，复由该校聘为教授，任教于理学院。1928年转该校农学院任教，创办植物研究室，兼任广州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委员及植物学部主任。1929年植物研究室扩展为农林植物研究所，他任所长，1930年，陈焕镛创办植物学期刊——《中山专刊》。1933年，他与钱崇澍、胡先骕等倡议创立中国植物学会，同年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成立大会，被选为学术评议员兼《中国植物学杂志》编辑，1934-1935年任该会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1936年在悟州筹建广西经济植物研究所，任所长、1937年兼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教授。1938年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1938-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抗日战争后期兼任广东大学特约教授。1947一1948年任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1948年旅居香港，1949年秋桂林解放前夕返抵广西植物研究所，任所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陈焕镛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会议。1929年应邀参加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8月作为中国五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发表题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科学发展概况》讲话，博得与会者好评和重视，因此大会将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在这次会上被选为国际植物俞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有两名）、1935年应邀参加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学组执行委员及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受聘任英国唐菖蒲学会名誉副会长。1951年他任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1958年访问苏联，并在苏联《植物学杂志》上发表他与匡可任合写的“中国西南地区松科一新属-银杉属”一文，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在苏联一个多月鉴定了大批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陈焕镛为我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早在1919年即赴海南岛五指山区，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这次采集以后，他对海南岛植物特别注意，多次派遣人员前往采集，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1922年夏，他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凑集经费500元，与著名学者秦仁昌组织鄂西植物调查队，共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已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查队。所得最完整的一份标本曾存放于上海招商仓库，1924年因失火被焚，至为可惜。

1927年，陈焕镛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又继续往粤北、广州、香港、广西、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还和英、美、德、法等6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交换得3万余份外国标本。1928年建立我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标本馆。该馆立足于严格的科学管理，每号标本有3套卡片，标本若被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特定标签贴在标本上；标本封套内还附上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这样不但使定名较准确，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同时能使馆藏标本有条不紊，当需要查阅一张标本，在几种不同的条件，如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之中，仅知道其中之一，即可迅速找到标本。这看来似乎简单，但在数十万标本中，凭借不完全的条件，能找到所需要的那一张，如果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方法那是办不到的。这种管理方法也为现代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标本打下了基础。由陈焕镛亲手创建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后来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区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植物调查采集的基础上，陈焕镛提出设立植物研究室。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接受了他的建议。在经费、人力、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受学院重托，进行筹建和主持植物研究室工作，1929年扩充为植物研究所。1930年该所不仅从事广东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还担负起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的使命，故改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经数年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亦暂补充丰富，采集队、标本园、实验室、科研队伍日渐壮大，研究工作蒸蒸日上。1935年1月他应聘到悟州筹设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此他主持两所工作，数年内先后派出采集队到十万大山、龙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瑶山，采集了大量标本，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广西植物志》打下基础。

1930年陈焕镛创办植物学的学术刊物《中山专刊》，以孙中山的名字作为刊物名称，纪念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年创刊至1948年止共出版7卷26期，选载植物学，尤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专业文章，是一种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困绌，《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用《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少数卷册为国内仅有之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积累和收藏使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无论从事科研或教学，陈焕镛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他对经济植物，尤以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注重，中山大学衣林植物研究所建立的同时开辟了苗圃或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到野外采集蜡叶标本的同时也采集木材标本、液浸的花、果标本和种子、苗木。每当发现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银杉、蚬木、罗汉果、杜仲等，都要引种到研究所的标本园里，作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称著于世，但主要是观赏性质的，作为科学研究，有意识地栽培各类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驯化、保护，以及发展活的植物标本、在20年代尚属鲜有。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以后在兴建研究所的同时，必附设标本园或苗圃，逐渐发展成树木园和植物园。1956年他又着手兴建华南植物园和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的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进行建园规划。建园初期，规模较小，植物园的具体工作由追随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负责。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陈封怀（国内著名的园林植物学家，曾开辟庐山、武汉、南京等几个植物园）调来工作。经全园职工多年的精心培育，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广州市东北郊的华南植物园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该园具热带、亚热带植物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兰花、竹、木兰、姜、中草药等类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4000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研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陈焕镛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之一。在国内外专刊上发表过许多论文；早在1922年—1925年间曾先后发表和出版《中国经济树木》、“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和专著。后来又和胡先骕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五卷），这是早期我国学者用现代植物分类方法研究中国植物的主要文献，他在对华南植物广博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樟科、壳斗科、绣球花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50余篇（册），发表的新种在百种以上，新属10个，其中黔苣苔属（Tengia Chun）、翅荚木属（Zenia Chun）、银杉属（Cathaya Chun et Kuang）及观光木属（Tsoongiodendron Chun）等为世界各国学者普遍承认，尤以后两新属之发现，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力我国植物学界增添异彩。

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候宽昭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接着又编写出版了一部450万字分为四卷的《海南植物志》（陈焕镛主编）。尤其后者凝结了他数十年的劳动和心血。继两部地方植物志之后，陈焕镛又与钱祟澍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该志包括80卷125册，是一部有重要学术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巨著，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寇手，历尽艰险；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遭逢劫难，蒙冤受屈。根据当时有关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仪器为防避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于1938年春捡出全部重要标本、图书、仪器等搬运至香港，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是年10月广州告急，经多方设法，陈焕镛始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为日军封闭，是时陈焕镛20余年积累得来之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之厄运，他心焦如焚，1942年3月适逢伪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港，要求将植物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原研究所之公物一并交还植物所管理。陈焕镛考虑再三，终于同意按林汝珩计划迁穗，但声明植物所乃纯属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在1942年4月底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前岭南大学（其时改名为广东大学）校园内，易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为保护这批珍贵的标本图书，他忍辱负重，不顾个人危难，多次奔波于穗、港之间，使人民财产得以完好保存至今。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入接收。岂料竟有入诬告陈焕镛为“文化汉好”。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之士如许崇清、金曾澄、沈鹏飞、邓植仪等出于正义感，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在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长邓植仪给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有一段：“查所称各节与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至1947年法院当局被迫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

陈焕镛一生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每篇论文都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他观察敏锐，思路清晰，在植物分类上有不少重要的发现，但都是经过广泛深入研究，否则不轻易行文，公诸书刊。探究某分类群之可否成立，尤为审慎，例如银杉，就外部形态而言，他早已鉴别为新属，为探讨部分器官之解剖学特征，求得较深入而完备的材料，曾推迟两年多方发表。观光木属和翅荚木属，从新植物之发现至文章发表，有10多年时间，在此期间多次到野外调查，收集材料，他从事科学研究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每篇论文写成，必反复推敲，往往数易其稿，凡做专科必先广泛收集资料，特别原始记载及模式标本（包括模式标本照片、临摹图及标本碎片）。为了祖国的植物学事业，陈焕镛在赴英国邱园工作期间，拍摄了大量的中国馍式标本照片，成为研究中国植物的珍贵材料。他通晓数国文字，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均通晓，而对打丁语造诣尤深，这是他经成年累月勤奋学习的结果，为帮助我国青年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学习打丁语，他编写了一本《中国植物分类学拉丁语基础》（Essential Latin for Chinese taxonomy botany英文本，未刊行）。又选辑了《植物学拉丁语例名引录》（Quotations from botanical Latin（油印本，未刊行），他所写的科学论文，拉丁文描述用词确切，文笔流畅，以简洁的语句在最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丰富的内涵，这种在科学和文字上的造诣，决非一日之功，深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颂。

陈焕镛好学博览，不但精于植物专业，对西洋古典文学亦潜心研读。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大量阅读了图书馆里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他写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练而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国爱科学的意愿，登载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他一生诗作不少，惜全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自哈佛大学毕业后，陈焕镛目睹国家受侵略，为祖国的植物资源破外人掠夺感到痛心，他带着改变我国科学落后状况的愿望回国，立志为复兴民族科学而献身。1947-1948年，正当陈焕镛备受冤屈，处境极其困准之时，母校的导师力劝他去美国任教，欢迎他全家迁美，但他愿毕生贡献于祖国科学事业之初志毫不动摇，婉言谢却邀请，其爱中华、爱诅国、爱科学之心于兹可见。

陈焕镛不但是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解放前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人才奇缺、从事植物分类学工作的更属罕有。早在30年代，他就强调发展科学事业必须培育人才，他在金陵、东南和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曾培养了不少人才，以后在研究所又带出一批研究生，他的学生中的许多人后来己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教授。

